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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我国长期保持着广袤辽阔的地理特征，国内各地区在人才、技术、政策等因素的影

响下，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出现差异，从而使得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对各

地区之影响也是明显的，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同时，近代中国各城市除了本身区位因素以外，还由于西

方列强对中国城市之作为在客观上使得各个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或衰退现象。本文以近代中

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为研究对象，基于当时口岸城市与内陆城市的比较，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论述影

响区域经济不平衡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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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China has maintained a vast and expansive geographical fea-
ture for a long ti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such as talent, technology, and polici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resulting in un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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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s. The uneven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s also has a sig-
nificant impact on various regions, especi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At the same time, in addition 
to their own location factors, modern Chinese cities also experienced varying degrees of economic 
growth or decline due to the actions of Western powers towards Chinese cities objectively. This ar-
ticle takes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moder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port cities and inland cities at that time, and through sorting out 
relevant literature, discuss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regional economic im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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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央集权得到巩固，郡县二级制的实行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面状的行政区划，极

大便利了交通。交通的发展和统一的货币加速了经济增长，部分近海近河的城市逐渐成为繁荣的中心，

经济发展大大超越同时期其他城市。随着朝代更迭，越来越多经济繁荣发达的都城开始出现。包括隋朝

的洛阳、唐朝的苏扬等，其间大多都有运河来往，商业繁荣。1840 年，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成为近代

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转折点。清帝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被动地融入了全球体系。此后，西方列强的

多次侵略又强迫着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诸多条约，其中包括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琼

州、汉口等通商口岸。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打开了中国的国际市场，口岸城市由此逐渐发

展起来。而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吸引着各地的人口聚集在城市里，点状的城市群加速了市的兴起

导致各地区发展更趋于不平衡。而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各地区的影响是明显且深刻的。尤其

是欠发达地区，区域间差距拉大减缓了其经济发展。对于部分内陆城市，口岸城市的迅速发展导致其无

法招揽合适、足够的人才，而由于地理位置的劣势使得当地百姓少与外地进行交流贸易。同时，区位因

素以及政治原因也导致了口岸城市逐渐与内陆城市在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拉开差距。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问题，而其成因是诸多因素交织的结果。交通基础设施

作为创新的重要载体，其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且滞后的积极效应[1]，且在相对落后的西

部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方玉洁[2]和秦华[3]指出，中西部地区受制于沙漠化、高寒气候等不利自然条件，

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网络的构建受到严重制约，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则是实现区域整合与推动经济增

长的关键要素[4]，可见中西部地区的相对缺乏的交通网路阻碍了经济增长。历史上，此类地理与基建差

异因制度性安排而进一步加剧。近代出口贸易的扩张[5]及不平等条约确立的通商口岸体系，赋予了沿海

地区制度性优势与资本积累的先发条件，促使如上海、天津等沿海口岸城市快速崛起，而内陆地区则陷

入长期边缘化的困境[6]。在此过程中，沿海地区依托条约口岸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奠定了工业化根基，

内陆地区则普遍面临产业升级的挑战。Wang 等[7]的研究对比揭示了内陆城市的工业化进程高度依赖政

府规划与政策的连续性，但其易受战争等政治动荡冲击而中断，与受外国资本庇护、拥有更具韧性多中

心体系的口岸城市相比，发展差距显著。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积累的区域失衡也是发展差距的核心驱动

因素之一。戴鞍钢[8]指出，清末民初时东西部地区在新式教育推广上的差异，直接拉大了区域间人力资

本储备的鸿沟，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Lu 等[9]对贵州的研究也印证了发展高等教育以提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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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沿海城市凭借高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市场导向型研发，

专利转化率较高，而内陆城市的研发活动则更多集中于基础研究领域，创新成果常与经济需求脱节[10]。 
综上所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地理环境、历史形成的制度与资本优势、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

本质量等多重因素复杂互动并产生深远路径依赖的产物。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历史机遇及由此累积

的综合条件确立了先发优势，而内陆地区则受限于自然环境、历史形成的边缘化地位及其衍生的结构性

短板。因此，研究近代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看待如今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而研

究过去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部分影响

因素的探讨如今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参考。此外，区域经济活跃，整体效益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

点所在。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联结各区域，优势互补，分工协作。 

2. 近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 

2.1. 口岸城市发展状况 

自古代运河开渠以来，沿河沿海的城市包括洛阳、杭州等地在交通往来便利的基础下使得地区经济

逐渐发展起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被迫开放上海、宁波等城市作为通商口岸。中

国沿海及内陆地区逐渐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规模化的对外通商网络。统计显示，截至清末共设立百余处

对外贸易节点，其中既包含具有战略价值的胶澳、威海等军事港口，亦涵盖香港、澳门等特殊管辖区，

共 110 个口岸。 
由于市的设立依赖于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迅速发展，因而在这里我们主要以市的建立作为区域经济

发展相比较的指标。人口的增加有助于培养、吸引人才，促生机械发明，提高劳动生产率，积累金银，而

城市本身不同程度经济的增长，会进一步拉大各地的差距。“在中国，一个地区想要升级为市级行政区，

通常需要同时满足几个硬性条件：常住人口基数要达标，地方财政实力够强，税收规模也得达到相应标

准。”[11]加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口与税收都是设市的标准，而税收由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决

定，高的税收一定程度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处在一个良好的发展状态中。 
当时中国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重要的市都几乎都是口岸城市，甚至在部分人口等级上通商

口岸城市的占比达到了百分之百。从当时的全国城市分布来看，近代中国主要城市几乎集中于沿海地带[12] 
(见表 1)。市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通商口岸城市作为近代中国最先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客观上进一

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传播、工厂的规模开办、新技术的形成，面对购买力足够高的国际

市场，口岸城市在开埠以后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人口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口基数大，

人才的涌现就变得更加频繁，劳动力数量也随着增加。经济活动过程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是人口，无

论是流通领域还是生产领域，作为人口的组成部分的劳动力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

往往与经济运行产生双向互动效应，既能成为经济腾飞的引擎，也可能转化为发展道路上的阻力。如在工

业化初期，人口规模扩张通过要素投入驱动作用明显；而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其影响路径转为通过市场

需求牵引和技术扩散速度实现，人口数量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呈现显著的门限特征。 
 

Table 1. Urban port opening coverage rate 
表 1. 城市开埠覆盖率 

人口规模 城市总量 开埠城市数 开埠渗透率(%) 经济区域分布 
超大城市(≥200万) 1 1 100 长三角核心区 

特大城市(100~200 万) 4 3 75 沿海与省会 
中等城市(20~100 万) 22 16 72.7 多区域均衡 

小城市(<20 万) 63 28 44.4 中西部为主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635


王菡叶 
 

 

DOI: 10.12677/ass.2025.147635 463 社会科学前沿 
 

2.2. 内陆城市发展状况 

内陆城市由于地理位置的先天原因，发展程度要落后于沿海沿河城市。甚至某些深居山林的地区，

由于交通极其不便利，人们的出行受到影响，很少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经济受到制约。相比于口岸城

市，内陆城市的开放性不足问题也导致内陆城市很难吸引到人才，新思想的传播受到限制。封建落后的

思想长时间地禁锢当地百姓，发展过程中所要面临的阻碍更多，从而减缓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居前的四川为例，从全省的角度来看，四川省内各州县的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使其自给性加强。省内

百姓的大部分需求均可满足，导致地方市场与全国性市场联系减少。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必然妨碍跨区

域的商品流通，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同时，生产力水平和消费能力低下也是内陆城市所面临的一个重要

问题。以云南为例，省内的市场容量以及流通量是有限度的。研究显示，洋货输入在 1889 年对外通商后

快速增长，但跨省贸易相对减少，地区市场消费需迅速饱和[8]。近代以后，西部地区的局部市场增加，

内陆城市得到一定的发展，然而由于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和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导致人口减少和经济

破坏，百姓无法耕种买卖进行劳动，没有货币积累，丧失购买力，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衰退。 

3.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及其比较 

3.1. 历史因素 

口岸城市与内陆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仅从近代开始，而是从古代以来城市的发展就呈现一种

沿海沿河的发展态势。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政策发生结构性转变。封闭状态被打破，沿海城市如

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等港口被划定为通商据点。此时虽然开放了通商口岸，但由于小农经济以及落

后于西方的封建制度，清朝与国际的贸易交流仍是有限的，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规模内。到了十九世纪六

十年代，西方列强的进一步侵略，中国被迫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在中国发展投资、开办工

厂、设立租界，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口岸城市的发展。对于部分内陆城市，例如新疆、青海、四川等地，

物流则相对于口岸城市仍阻塞很多，与国内外发生贸易交流，货物的运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无论是运

输道路的建设还有运输工具的研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阻碍。 
重庆自 1876 年《烟台条约》签订后，外资涌入设立工厂、银行及航运企业，开埠后十年间进口年均

达 132 万英镑，出口 72.9 万英镑，商品经济全面取代自然经济[13]，成为西部贸易枢纽。反观同期兰州，

虽为陕甘总督驻地，但其既无法通过基建升级突破地理屏障，更缺乏吸引工业投资的基础条件，因而中

央政府因未将兰州视为战略支点，对其交通网络的投入意愿不强，以至于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经济

发展不充分[14]。由此可见，历史制度通过资本、物流与技术的制度倾斜制造区域断层，其导致的内陆城

市路径依赖持续影响现代经济空间格局。 

3.2. 教育因素 

国家发展教育，以此为基础，再借助人才发展经济。内陆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口岸城市较为落后，

不仅如此教育水平也不如沿海城市先进。总而言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内陆城市的发展水平都落后

于沿海城市。鸦片战争前后，国外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设立教会学校传教，而后随着口岸打

开，逐渐增设课程，例如代数、几何等进步知识，而此时广袤的包括着大部分内陆城市的西部地区仍旧

处于一片沉寂之中。 
在晚清推行全国教育体制改革前约五十年间，东南沿海的开放港口已悄然兴起现代教育实践。广州、

厦门等五座条约口岸城市先后创办六十余所新型学堂，远超同期内陆地区，更比官方主导的教育革新提

早了半个世纪。清朝实行新政以后，四川、新疆、西藏等地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到了 1908 年，新疆

各地的劝学所已有 30 余处。然而尽管如此，西部地区的新式教育依旧处于起步阶段，远远落后于靠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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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海的包含着大部分口岸城市的东部地区。研究表明，四川，这个新式教育开展得最好的内陆城市，

显示出来的知识分子特点是教师、留学生和学生所占的比例特别大。在 1907 年，四川拥有 12,324 名教

师，其中不包括实业学堂、专业学堂和军事学堂，这个人数占到全国各类学校教师的 20.08%，居于全国

首位。然尽管如此，人数的优势却弥补不了其中科技知识分子的数量比例少的缺陷，知识结构也不及沿

海及长江中下游沿江省区的知识分子。西北甘肃省在 20 世纪初的留学潮中显示出，此地无去国外留学的

学生记录，也反映了内陆城市教育情况远落后于口岸城市的特点。另外，新政时期所引起的地区自治运

动在西部地区也没有水花，民间的社会组织的孱弱，是西部省份市场经济落后的表征[15]。 
同一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地区的开放，催生了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工商业各领域专业人

才培育机制与高等学府创设在此区域获得优先发展机遇，遥遥领先于西部地区。据清王朝最后十年间统

计资料显示，该区域累计培育具备现代知识结构的专业人才逾十三万名，其对于中国当时文明开化、追

求社会进步、联系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体系就已经早在民国建立之前于上

海基本形成，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学校的前身都是于这一时期创办的，所培养的学子里有专长的人文

科技和管理人才。新思想、新教育的出现，导致口岸城市与内陆城市的经济差距越发扩大，尽管市的建

立给予了内陆城市一定的发展机会，但是由于政治等因素，缺乏对内陆城市经济发展的促动和引领，导

致其社会经济落后于口岸城市。 

3.3. 交通因素 

资本的成本价格即生产费用，包括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值。成本高于商

品销售价格则亏本，因此在商品售价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生产成本与利润呈现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交通运输作为商品生产成本的重要一环，直接影响着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制约着市场交易、商品经济

发展规模。 
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交通运输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加快货物周转，减少人们在运输上所

耗费时间，提高人们的出行可达性和可移动性，有助于经济发展。而物流费用降低之后，商品成本下降，

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商人也将纷至沓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口岸城市作为近代中国交通最为发达

的地区，经济基础好，工业比较发达，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扩张活动，开办了许多轮船公司，客观上

便利了水陆交通，对外构建国际航运枢纽功能，对内运输体系涵盖陆路干线、轨道交通及内河航运系统，

形成多式联运格局。相比较于口岸城市，深居内陆的西南各省也并非缺乏自己的江河，然而大多穿行于

高山峡谷，落差极大的水位与湍急的水流，给轮船的交通设置了很大的阻碍。同时，地貌的险峻，也限

制了口岸城市那样量大面广的水运。而新疆、甘肃等位于我国西北的内陆地区则交通条件更差，气候的

限制导致河流长期冰封，土地走势高也使得轮船无法通过。落后的运输手段，阻滞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易。

20 世纪初期实地考察记录显示，青藏高原东北部仍维持着原始易货机制。尽管贵金属作为装饰品存在，

但商贸往来仍以布匹、茶叶等生活物资直接兑换畜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百万公斤级羊毛资源受限

于运输瓶颈难以进入流通领域，这种生产要素的时空错配现象，直观揭示了传统运输方式对商品流通效

率与经济活动空间延伸的刚性约束[16]。 

3.4. 工业发展 

相比较与口岸城市，内陆城市早期创办的近代企业，几乎都只是短暂地存活了一段时间。或因战事、

或因规划不周密、或因决策不成熟，除少数企业勉强维持外，其余相继破产。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内，都没有新的工厂开设。口岸城市最先与国外进行贸易往来，得助于外来资金和技术的注入。部分外

国人在开埠初期就来到中国进行考察，引进新技术，逐渐建立自己的工厂。让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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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在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制度下的中国。沿海口岸城市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最为集中的地带。工

业的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吸引大量外来人口迁徙，从而促进城市的进一步扩大与经济的发展。作为列强开

放的租界，口岸城市引入的新技术、新思想都使得口岸城市相比于其他的内陆城市展现出新的容貌。“近

代上海的租界区域，商铺与工厂密集分布，金融资本与地产开发相互促进。城市开始采用西方城市规划

理念，新式道路网络与卫生处理系统逐步完善，许多现代城市基础设施首次成体系出现，传统城市运作

模式逐步转变。”[12]新的一种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的出现无疑带给了当时的中国百姓以震撼，虽然仍有

不足之处，但是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口岸城市所设立的租界的确创造了新的城市面貌。在分析物资流

通规律时可以发现，沿江沿海的港口城市往往成为资源汇聚的首选节点。即便某些城镇拥有较高的行政

地位，若既非通商口岸又非交通枢纽，其在区域物流体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逊色于上述种类的城市[17]。
由于交通的迅猛发展，口岸城市的物流超越了同时期其他地区城市的发展。相对便利的物流所带来的经

济利益使得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越发拉大。同时，东部沿海地带集中了当时中国大部分的现代工业，历

史数据显示，1933 年间国内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都市中，上海、天津等 6 个通商口岸城市集中了全国

67%的制造企业，其劳动力规模占比达 72%。从资本构成看，这些区域吸纳了 86%的工业投资，并贡献

了 85%的工业产值[17]，1949 年的工业总产值中，东部沿海地区占到绝大部分，口岸城市成为了中国工

业生产的主力军。产业结构的落后使得内陆城市的经济增长仅凭原有的农牧业远远无法跟上口岸城市发

展的步伐。 
近代中国口岸城市与内陆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是历史制度倾斜、教育资源配置不均、交通技术落

差及工业集聚效应四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其通过循环累积机制不断强化，影响延续至今。鸦片战争

后，沿海通商口岸在条约制度约束下被迫开放，西方列强主导构建了有利于对外贸易与资本输入的治理

结构。租界治外法权、海关特殊管制及宽松的工商业政策共同塑造制度洼地，驱动国际资本与技术要素

向上海、天津、广州等口岸聚集，奠定早期工业化基础。资本积累促使利润再投资于基础设施，尤其是

交通运输的发展，显著优化物流效率与信息传递能力。同步发展的新式教育体系也通过人力资本提升为

产业升级提供核心支撑，最终形成强化型产业集群，提升了口岸城市经济实力与政治话语权。而逐步扩

大的工商阶层也因此通过游说获取政策红利，甚至参与地方治理，优化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强化虹吸效应，

持续吸引资本、企业与人才。相反，内陆地区的制度边缘化导致资本短缺与产业薄弱，闭塞的交通及科

举旧学主导的落后教育严重制约工商业发展，由此引发的财政困境，无力改善基建与教育，进一步削弱

外部投资吸引力，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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